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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气候政策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与本质∗

崔文奎　 胡启明

[摘　 要] 在全球气候危机与美国霸权危机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 美国企图将气候变化议题转变为其霸权

护持的契机。 系统梳理美国近 20 年来的气候政策, 可发现其正清晰地展现出一种生态帝国主义的逻辑与本质,

美国籍此维护自身在自然资源获取、 环境空间使用、 全球贸易和国际劳动分工等方面的整体性优势地位, 进而

实现对 “外围” 世界的新一轮牵制、 剥削与掠夺。 超越美国生态帝国主义寄望于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 我国应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 国际社会中红色工

人运动与绿色生态运动应尽快达成 “红绿联盟”, 通过发起全球性的反抗运动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

对化石燃料的贪婪攫取, 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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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帝国主义 (Ecological Imperialism) 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揭

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最新动向。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 John
Bellamy Foster) 认为, 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产物,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

扩张的必然结果, 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 “中心” 国家对 “外围” 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污染转移,
及借由生态环境问题推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限制和打压 “外围” 国家的发展进程①。 随着生态

马克思主义思潮引入中国, 国内学者也对生态帝国主义进行了大量研究。 在概念运用上, “ ‘生
态帝国主义’ 更多是为了概括或概念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生态环境难题的制度性回应, 以

及由此获得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或等级性优势”②。
近年来, 随着气候变暖不断加剧, 全球气候治理正进入关键节点, 但美国的气候政策与行径

却与国际气候合作背道而驰, 严重损害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 效率和成效。 系统梳理美国近

20 年来的气候政策, 可发现气候变化正逐步成为美国霸权护持路径中的新塑造变量, 美国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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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 (19BZX009) 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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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正展现出一种生态帝国主义①的逻辑与本质。
本文沿着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路径, 在系统梳理美国气候政策的基础上, 对其展开一

种生态帝国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以期进一步拓展帝国主义的内涵, 揭露美帝国主义在 21 世纪的

最新表征, 为超越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霸权逻辑, 进而创建更加公平、 民主与正义的全球气候

治理机制提供有益思路。

一、 美国气候政策的历史性出场

21 世纪, 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由资本积累逻辑所引发的全球气候危机。 早在 19 世

纪, 马克思就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他在 《资本论》 中写道: “资本主

义……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因此,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 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

地和工人。”②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自我复制和扩张, 再生产过程的物质交换也以更大的

规模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运转。 资本逻辑使外部自然异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纯粹有用物,
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能源被纳入资本积累的范畴, 自然界也沦为 “垃圾桶”。 但自然资源的有限

性内在地不能适应资本积累的无限性③。 一方面, 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原料被纳入与日俱增的空

间移动中, 自然资源逐渐面临枯竭的危险; 另一方面, 急剧增加的工业废物和副产品 (例如温

室气体) 严重违背了自然的循环规律, 超过了生态系统自身的承载负荷和自净能力, 造成的结

果是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正常过程被打断, 引发 “代谢断裂” (Metabolic Rift)。 全球气候危机即源

于此。 为了避免气候危机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扩张的干扰, 全球气候治理开始被西方国家提上日程。
1992 年 6 月,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里约热内卢签署通过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开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制定了总体框架。 然而, 这

种蕴含强烈 “世界主义”④ 理念的 “碳政治” 仍然内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中, 其

“很容易被强大得多的传统政治思维与运作所裹挟、 肢解或绑架”⑤。 一方面, “碳政治” 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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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 与许多学者用帝国主义泛指欧美西方国家不同,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气候政策及行径所反映出的生态帝国主

义逻辑, 篇幅有限, 欧盟诸国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内。 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帝国主义只是美国一国外交政策的特性, 而不是资

本主义制度下的顽疾。 事实上, 欧美之间的气候政策的确存在差异, 但这种差异只具有有限意义, 在一些学者看来, 二者的分

歧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构成了一种 “互补” 或 “演双簧” 的方式, 共同支撑着国际 “碳政治” 中生态帝国主义的话语和实践。
参见 Huan Qingzhi, “Criticism of the Logic of 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of ‘Carbon Politics’ and Its Transcende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38, No. 2, 2017。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579 - 580 页。
参见 〔美〕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唐正东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285 - 295 页。
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是一种涉及多个学术领域的理论构想。 在国际关系领域, 世界主义主张全人类的利益应

当超越地方和主权国家的利益, 倡导通过多边合作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
郇庆治: 《 “碳政治” 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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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与碳减排、 碳金融及全球贸易等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 使其对一国经济发展乃至国际经济秩

序转型产生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 “碳政治” 对全球脱碳及经济低碳化的要求深刻地影响着每个

国家的能源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型, 并进一步影响一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国际分工中的

实力和地位①。 这导致整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无论是 《公约》 的签署还是 《京都议定书》

及 《巴黎协定》 的达成与履约, 都充斥着西方国家之间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

巧合的是, 全球气候治理的开展与美国全球霸权式微大致处于同一历史进程当中。 根据阿瑞

基 (Giovanni Arrighi) 的研究, 每个资本主义周期都会经历一个由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的转变,

而金融扩张则是每个积累周期的晚期现象。 同样, 当一个体系的霸权国由物质扩张过渡到金融扩

张的时候, 则意味着其正步入霸权的 “秋季”②。 20 世纪末美国空心化的实体经济、 过度膨胀的

虚拟经济及频繁的金融危机正预示着美国霸权 “秋季” 的到来, 经过 “9·11” 事件和全球金融

风暴的打击后, 美国的衰落、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明显。 鉴于气候变化对全球

经济社会发展、 国际权力格局变迁、 绿色产业竞争甚至军事安全博弈的深刻影响, 美国高度关注

气候变化问题, 但 “关注的重点是在当前全球紧急情况下推进美国全球霸权的手段”③。

二、 美国气候政策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

面对气候危机, 美国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原则和方式处理全球气候治理事务, 由此蜕变为生态

帝国主义。 生态帝国主义掠夺全球生态资源, 推卸气候治理责任, 掣肘国际环境多边合作, 阻滞

“外围” 国家和地区发展, 正在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性障碍和全球不平衡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一) 掠夺石油等关键性资源

随着全球温升加速与威胁性加强, 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跨国资源供给安全的重要变量。 为了在全

球变暖时代继续占据国际整体性优势地位, 美国开始对全球 “碳资源” 展开帝国主义式的控制与掠夺。

一是加大对全球化石能源的开采与掠夺, 弱化气候危机对美国化石资本主义运行的影响。 一

方面, 美国掠夺全球石油资源作为本国的能源战略储备。 长期以来, 美国通过跨国石油垄断资本

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攫取石油资源, 为了维护本国石油霸权, 美国甚至不惜发动石油战争。 近年

来, 美国开始不加掩饰地掠夺全球化石能源。 根据叙利亚石油部的最新数据, 美国及其雇佣军每

天从叙利亚东部地区的油田偷走多达 6. 6 万桶石油, 几乎占叙利亚每日石油产量的 83% ④。 另一

方面, 美国大肆撤销环境监管法规, 充分 “释放” 本土油气资源潜力, 以延长资本利益集团的

统治。 特朗普任期内, 美国已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 拜登上任后, 美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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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慧明: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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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日产量突破 1300 万桶, 创下历史新高。
二是加紧对关键性矿产资源的控制与垄断, 维护自身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 随

着稀土、 石墨、 镍、 钴、 锰、 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在新能源汽车、 电网、 光伏、 电池、 核能等低碳

清洁技术与能源生产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 美国开始将关键性矿产纳入其霸权战略。 拜登政府

颁布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①, 旨在控制非洲关键性矿产资源。 同时, 美国联合欧洲国

家共同组建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 等贸易俱乐部, 试图打造排他性关键

性矿产供应链体系。 近年来, 美国不断扩大自身在坦桑尼亚、 纳米比亚、 刚果 (金)、 阿根廷、
巴西和智利等稀缺矿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 企图通过其强大的跨国公司获得发展中国

家矿产资源的开采权, 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关键性矿产供应链格局。
(二) 推卸 “碳责任”
美国作为全球累计碳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最多的国家, 对气候变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

而, 美国消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出尔反尔, 避而不谈历史责任和 “碳债”。 美国

的行径对全球气候治理合作造成严重掣肘, 充分暴露了其生态帝国主义气候霸权的实质。
第一, 抵制量化减排协议, 逃避温室气体减排责任。 小布什曾以 “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

化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和 “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为由带领美国退出 《京都议定书》。 奥巴

马担任总统后未能带领美国重返 《京都议定书》。 同时, 奥巴马强调要以 2005 年作为美国的减

排基准线, 而不是国际社会主张的 1990 年。 如此, 奥巴马政府虽提出了以 2005 年为基准减排

17%的 “雄心” 目标, 但事实上, 从 1990 年到 2005 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 16% , 该指标

仅相当于以 1990 年为基准年的 “零减排”②。 特朗普上任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 “去气候化” 的

行动, 甚至在 《巴黎协定》 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悍然退出, 彻底游离于全球减排体系和安排之外。
拜登上台后虽声称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其政府的 “优先事项”, 但其 “减排” 的方式主要是通过

“碳捕获” 和 “碳封存” 等所谓 “地球工程”, 而非对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采取实质性的削减。
第二, 拒绝兑现气候资金捐助承诺, 阻滞全球绿色低碳化转型进程。 资金支持是广大发展中

国家开展有效应对气候行动的重要条件, 但美国从未认真履行相关承诺, 屡次出现拒绝兑现、 削

减力度、 拖欠款项等问题。 根据西方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承诺, 美国在 2020 年之前应

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399 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 而其 2020 年仅提供该份额的 19% 。 奥巴马政

府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作出的捐资 30 亿美元的承诺至今还未兑现。 2023 年, 绿色气候基金开

启了新一轮捐资谈判, 在西方国家普遍提高捐资额度的情况下, 拜登政府却表示 “无法作出增

资承诺”③。 同时, 美国也是全球治理的典型 “老赖”。 自 2018 年起, 美拖欠 《公约》 会费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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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House, “U. S. Strategy toward Sub - Saharan Africa”, 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wp - content / uploads / 2022 / 08 /
U. S. - Strategy - Toward - Sub - Saharan - Africa - FINAL. pdf.

参见刘军红: 《警惕 “气候重商主义”》, 《经济参考报》 2009 年 12 月 14 日。
王林: 《全球最大多边气候基金面临 “枯竭”》, 《中国能源报》 202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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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7 万余欧元①。
(三) 推行 “碳剥削”
美国两党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虽有所不同, 但其气候政策的根本动机是延续且一致的,

即将气候危机转变为本国资本积累和权力增长的契机, 进而对 “外围” 世界开展新一轮的牵制、
剥削与掠夺。 这一霸权逻辑贯穿了过去整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一方面, 通过外交手段不断侵蚀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② 原则, 企图剥夺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新兴经济体继续利用化石燃料崛起或消除贫困的机会, 从而强化对其的控制与剥削。 其一,
建立 《公约》 外气候治理机制, 削弱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的合法性。 在退出 《京都议

定书》 后的十年里, 美国主导建立了 “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 “主要经济体能源与

气候论坛” 等近 12 个气候治理机制, 并反复强调 “主要经济体” “主要排放大国” “共同减

排责任” 等概念, 企图在减排问题上刻意模糊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 “区别责任”。 其二,
恶意曲解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的内涵, 迫使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接受量化减排协议。 美

国在巴厘岛气候变化会议后对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作出了新解释, 在其看来, 应该根

据经济规模、 排放水平、 能源利用程度将发展中国家分类, 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

的小国或最不发达国家的责任是不同的③。 换言之, 美国主张 “共同责任” 是西方国家与发展

中大国的 “共同责任”, “有区别责任” 则是西方国家、 发展中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区别

责任”。
另一方面, 将市场机制引入气候治理, 打造 “碳金融”, 妄图从脱碳中寻求新一轮资本

剥削与积累的机会。 美国向来反对碳减排, 却又是低碳项目开发投融资、 碳排放交易等碳金

融活动的积极倡导者, 究其原因在于这种解决方案在意识形态上与新自由主义逻辑完美契

合④。 布什政府出台了 《全球气候变化政策手册》⑤, 明确指出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气候变

暖。 奥巴马在其任期内批准了超过 900 亿美元的 “气候投资”, 并争取了 1500 亿美元的私人

资本用于发展低碳金融产品⑥, 他以为: “推动创新和减少碳排放的最优雅方式就是定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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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美国损害全球环境治理报告》, https: / / svideo. mfa. gov. cn / wjbxw _ new / 202201 /
t20220113_ 10491507. shtml。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 是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原则, 强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既有共同责任, 又需根据自

身情况承担不同义务。
转引自薄燕: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与中国环境外交话语》,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13 年第 1 期。
参见 〔英〕 彼得·纽厄尔、 〔加〕 马修·帕特森: 《气候资本主义: 低碳经济的政治学》, 王聪聪译, 《中国地质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
White House,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Book”, https: / / georgewbush - whitehouse. archives. gov / news / releases / 2002 /

02 / climatechange. html.
White House, “For Immediate Release”, https: / / obamawhitehouse. archives. gov / the - press - office / 2016 / 02 / 25 / fact - sheet -

recovery - act - made - largest - single - investment - clean - energy.
Evan Lehmann, “Obama Calls Carbon Price Better Than Regulations”, https: / / www. scientificamerican. com / article / obama -

calls - carbon - price - better - than - regulation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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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则推出了更多的碳金融项目, 并扩大私人资本在气候投融资中的占比①。 事实上, 碳

金融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气候政策的具体表现, 本质上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 其不仅无法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还会为金融寡头操纵气候治理议程提供契机, 进而为资本开创新的剥削领域

和剥夺手段。
(四) 构筑 “碳壁垒”
在全球 “碳中和” 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新兴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现

新能源技术弯道超车及制造业升级转型提供了突破口。 为了护持 “绿色霸权” 和缓解战略焦虑,
美国开始凭借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和高新科技领域的优势, 构筑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

贸易壁垒与技术壁垒, 企图遏制新兴经济体的上升发展空间。
其一, 制造绿色贸易壁垒, 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设置障碍。 2009 年, 美国 《清洁能源

安全法案》 首次提出了 “征收特别关税” 的规定②, 试图对未达到美国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

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 2022 年 6 月美国 《清洁竞争法案》 明确规定将以美国产品的平均碳含量

为基准线, 从 2024 年开始对碳含量超过基准线的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税③。 “碳关税” 名义上是

为了解决 “碳泄露” 问题, 实质是美国收割 “低碳红利”, 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和

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手段。 正如德国前环境部长马蒂阿斯·马奇戈 (Matthias Machnig) 指出

的, “碳关税” 是一种赤裸裸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④。
其二, 构筑低碳技术壁垒, 掣肘发展中国家低碳化转型。 近年来, 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加速推进东升西降, 美国开始堂而皇之地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遏制, 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强

力 “组合拳”: 第一步, 出台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⑤, 对包括低碳技术在内的 “新兴技术和基

础技术” 的出口、 再出口及转让设限; 第二步, 制定 《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⑥, 为美国出口

管制、 投资审查、 技术禁运和制裁实体提供参照; 第三步, 设置 “实体清单”, 将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企业、 政府和个人纳入 “黑名单”, 对其进行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第四步, 组建 “颠覆性

技术打击工作组”, 对在颠覆性技术领域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国家进行调查和起诉。 总之, 美国

千方百计打压发展中国家在低碳领域的创新发展, 以维护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利益格

局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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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Department of State, “Progress Report on President Bidens Climate Finance Pledge”, https: / / www. state. gov / progress -
report - on - president - bidens - climate - finance - pledge / .

U. S. Congress,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 https: / / www. congress. gov / bill / 111th -congress / house -bill / 2454.
U. S. Congress, “Clean Competition Act”, https: / / www. congress. gov / bill / 117th - congress / senate - bill / 4355.
Reuters, “Germany Calls Carbon Tariffs ‘Eco-imperialism’”, https: / / www. reuters. com / article / idUSLO693348.
U. S. Congress,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https: / / www. congress. gov / bill / 115th - congress / house - bill / 5040.
White House,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 Update”, 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wp - content / uploads / 2022 /

02 / 02 - 2022 - Critical - and - Emerging - Technologies - List - Update.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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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国气候政策之生态帝国主义本质

美国气候政策及其行径折射出生态帝国主义在 21 世纪的最新动向, 但无论帝国主义的形式

和特征如何变化, 本质上依然没有超越垄断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 并继续由资本的积累机制所推

动, 维护 “中心” 对 “外围” 的政治权威, 进行资源掠夺、 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是其根本动机。

(一) 生态逻辑: 垄断全球最优生态位

长期以来, 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依赖于其对全球资源的无限攫取。 随着当

代生态危机尤其是气候危机的日益严峻, 美国认为地球上现有的资源无法支撑全球 80 亿人口现

代化发展的需要。 为了能够在当代全球复合型危机爆发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占据全球最优生态位,

捍卫其 “帝国式生活方式”, 美国走上了建立与维护全球生态霸权的道路。

历史地看, 美国通过掠夺全球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补充本国的资源透支, 并将这种资源能

量的流动转化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保障。 自 19 世纪初人们发现鸟粪对

土壤肥力的促进作用后, 美国便开始对秘鲁、 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鸟粪资源进行搜寻与掠夺,

《鸟粪群岛法》 的颁布成为美国对外围世界资源进行系统性掠夺的开端。 随着本国资源红利的减

少, 美国便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攫取资源以维持本国生态循环和资本循环的能力, 掠夺的范围也逐

渐从生态资源扩展到能源资源、 劳动力资源以及 “碳资源” 等。 当国内生态危机爆发时, 资本

不得不重视和评估生态的作用及价值, 但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外部性机器 (Externalizing

Machine), 总是使经济活动的实际 (环境) 成本以及环境责任与其财务账目相脱离”①, 因而美

国只会通过污染的 “空间转移”, 让他国吞下污染。 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 “外部化” 原则构

成了乌尔里希·布兰德 (Ulrich Brand) 所阐述的 “帝国式生活方式”②。 布兰德认为, 美国等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为特征的资源高密度型和碳密集型生产生活方式是 “帝

国式” 的, 因为其基于对全球资源、 空间、 劳动力和 “污水池” 的无限占用。 这种等级性、 剥

夺式的生活方式使美国可以完全无视任何危机, 通过 “外部化” 而单独置身于 “一个绿色、 封

闭、 永久富裕的星球”③。 可见, 这种 “帝国式生活方式” 严重依赖于从中获取资源并转移其社

会环境成本的外部空间, 这要求美国必须在自然资源获取、 环境空间使用、 全球贸易和国际劳动

分工等方面占据整体性优势地位。

随着 21 世纪生态危机、 能源危机、 人口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加剧,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霸权日

渐式微, 全球最优生态位面临挑战。 目前, 严峻的气候危机正在引发美国政客的生态及资源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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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塞维斯·斯托姆: 《资本主义与气候变化》, 侯小菲等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3 年第 2 期。
U. Brand and M. Wisse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rticulations of State-capital Relations

in the Multiple Crisis”, Globalizations, Vol. 9, No. 4, 2012.
〔荷〕 塞维斯·斯托姆: 《资本主义与气候变化》, 侯小菲等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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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他们开始意识到, 全球共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 “彼岸” 已无可能, 各国无法共享一个世界。
因此, 对美国而言, 当务之急是如何在全球多重危机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抢占全球最优生态位, 从

而继续维持其优越的生产生活方式。 为了适应西方工业衰微的大形势, 生态法西斯主义开始在美

国崭露头角。 他们一方面追求对全球生态资源、 能源资源、 劳动力资源和 “碳资源” 的帝国主

义式垄断, 控制新能源等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 另一方面则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污染转移与贸易

剥削, 打断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化和经济发展进程, 不惜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和全球边缘地区为代

价, 实现垄断全球最优生态位的生态霸权目的。
(二) 资本逻辑: 追求资本无限增殖

马克思曾指出: “资本不是物, 而是一定的、 社会的、 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

系”①, 其目的即 “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②。 追求无限扩张和剩余价值积累是资本主义的运

行规律和内在逻辑。 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逐利本性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张力, 决定了美国难

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除非有利可图。
气候危机的爆发在对美国资本扩张形成外部压力的同时, 也为其带来了新的资本投机机遇。

首先, 随着国际气候变化压力的不断增大, 将会在全球催生出庞大的清洁技术产业和相关投机领

域, 从而带来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 “清洁技术长波”③。 一方面, 美国本身就在低碳技术等尖端

科技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可以通过控制国际产业链制高点, 凭借对核心技术、 品牌和标准制

定等环节的垄断, 攫取超额垄断利润。 另一方面, 清洁技术大都处于开发的初期阶段, 急需大量

的资本进入, 特别是风险资本, 这恰好解决了美国华尔街泛滥的金融资本无处可去的问题。 事实

上, 随着过度金融扩张所导致的股票、 房地产及商品期货泡沫在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中的破裂,
美国的金融资本正着眼于实体经济领域寻求新的机遇, 但当前汽车、 房地产以及美国主导的信息

技术产业的利润率已经非常微薄, 迫使金融资本急需寻找新领域实现资本扩张。 尚处于初期开发

阶段的清洁技术产业恰好可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新的去处。 上述因素正是美国近年来游离于全球

气候治理之外, 但又不断加大气候投资砝码的根本原因。
其次, 气候危机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将在全球催生出庞大的碳交易市场, 进而开创全新的金融

市场和资本积累模式。 碳市场包括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交易 (project-based trade) 和以配额为基

础的减排交易 ( allowance-based trade)④。 其本质是将气候商品化, 让国家和资本合谋划分产

权、 管理运营以及金融投机的减排方式。 碳市场的商业潜力巨大, 随着碳交易制度的推进, 全

球将产生一个远超石油期货市场的碳交易市场, 并进一步催生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产品, 包括股

票、 基金和保险等, 这些金融产品可以完全脱离实际的减排活动成为纯粹的金融游戏, 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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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9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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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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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食利者带来巨大商机。 美国高盛集团、 花旗集团、 摩根大通等银行早已对碳市场提前布

局, 从中赚得盆满钵满。 同时, 依托碳交易机制中的 CDM 项目, 美国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

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来获取 “核证减排量”, 从而完成本国的减排目标, 不仅不需要对本国

的碳排放采取实质性削减, 还可以通过一系列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创造额外的利润。 事实上,
市场化解决方案起初并非全球共识, 但 “在 《京都议定书》 谈判中, 由于美国对排放交易的

支持和其他国家想让美国留在谈判之中的强烈愿望, 大部分国家最终同意了排放交易”①。 有

学者指出, 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新积累模式, 在维护美国等北方国家资本家及精英的利

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其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并创造了新的积累机会, 但通常是通过新

的剥夺形式②。
(三) 霸权逻辑: 延续和巩固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美帝国主义得以存续的基础。 正如列宁指出的: “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 各个企业、 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 跳跃式的”③, “因为

发展的不平衡……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 必然的条件和前提”④。 随着美国经济、 生态危机

及霸权危机的相继爆发, 其已迈入了福斯特所说的 “晚期帝国主义”⑤ 阶段。 为了捍卫帝国主义

全球霸权, 美国正在发动一切力量来维护其国际经济及地缘政治优势。
全球气候危机的爆发为美国捍卫其帝国主义全球霸权提供了契机, 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不

同于一般全球性问题的特殊性。 首先,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传统碳密集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无

法再延续, 在紧迫的全球减排目标下, 各国的发展手段和发展方式的选择都将受到制约与限制,
走向低碳化、 清洁化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发展潮流。 在这场世界级规模的能源体系、 经济发展方式

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中, 先进低碳及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将逐渐成为全球技术和经济

竞争的核心与前沿, 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所在, 并进一步对一国在未来国际经济及其

分工中的地位产生深远影响⑥。 “特别是那些绿色工业能力较强、 清洁能源资源禀赋较好, 以及

掌握清洁能源开发所需的关键性矿产资源与先进技术的国家, 将从地区和全球能源转型中获得

更多收益, 在国际权力格局变迁中占据优势地位。”⑦ 正是在这一权力政治逻辑的撺掇下, 美

国一方面不断加强对低碳清洁技术的研发投资和关键性矿产资源的垄断, 保障自身在全球绿色

产业链、 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 从而掌握低碳技术创新研发、 低碳技术标准设定和低碳市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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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及法律制度制定方面的主导权, 企图利用本国在低碳领域的主导地位来延续相较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结构性优势和垄断地位。 另一方面则通过实施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技术脱钩或设置苛

刻的技术转让门槛来限制和挤压发展中国家在清洁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空间, 从而将发展中

国家牢牢固定在国际产业链底端, 实现美国打压发展中国家崛起、 延续其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

图谋。
其次, 虽然经济低碳化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 但目前化石能源支撑的高碳经济仍然是

影响民族国家生存及发展的核心要素, 这一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 在当代各国的生产生

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实践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现状下, 一国所获得的碳排放空间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空间, 并进一步影响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权力①。 就此而

言, 美国抵制量化减排协议, 实际上就是对全球剩余有限碳排放空间的争夺, 美国籍此为本国

谋取高碳经济发展权利, 以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现实权力。 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

下, 美国将发展中国家拉入硬性减排体系不仅意味着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化石燃料崛起或消

除贫困的机会, 而且意味着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置于同一个发展框架, 但在这个框架中前

者与后者并不具备相同的竞争能力。 就目前而言, 美国在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利用、 低碳技术标

准设定、 低碳经济及法律制度制定以及 “碳话语权” 方面已经拥有相较于发展中国家的绝对性

优势, 这种优势地位不仅有利于美国开展新一轮剥削与掠夺, 更重要的是, 它为进一步延续和

巩固具有严重不平等和非对称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可能。 这意味着, 在美国生态帝

国主义的裹挟下, 发展中国家难以打破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 而 “中心” 与 “外围”
的结构性差异和等级性关系也难以出现颠覆性的改变, 最终, 外围世界只能是一种 “不发达的

资本主义发展”②。

四、 超越美国生态帝国主义

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产物, 是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结果。 超越美国生态帝

国主义, 必须将斗争的矛头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衍生的 “中心—外围” 世界体系, 并最终祛

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性源头。 但也必须认识到, 在当前全球力量对比仍有利于资本主义阵营

一方的现状下, 任何谋求对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系统性变革的努力均绝非易事。 因而, 从

现实的角度来说, 当下所需要做的, 至少是一种能够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扫清障碍的努力。 本文

从以下两个维度探讨当下的可行性策略选择。
(一)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打造气候治理命运共同体

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美国生态帝国主义赖以实施的基础, 超越这一现状的重要

·18·

①
②

参见李彦文、 李慧明: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力政治逻辑及其超越》, 《山东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2 期。
参见 〔埃〕 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 高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年, 第 137 - 160 页。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年第 9 期

步骤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 民主和正义的方向转型。 近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立足全人类发展的宏大视角, 深入思考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怎样建设这个世界” 等

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前瞻性战略构想, 为改

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前, 气候变化问题是最能体现人类休戚与共、 利害相关的全球性问题, 我国应以全球气候

治理为抓手,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打造气候治理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

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第一,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理念转型。 在当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

气候治理体系中,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肆虐; 恃强凌弱、 零和博弈等霸权行径愈演愈烈, 人类社

会亟需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的理念。 就此而言, 我国应在各大国际场合积极呼吁国际社会摒弃传

统的权力政治观, 秉持和践行共商、 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培育共同体意识, 坚持国家不分

大小、 强弱、 贫富一律平等,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正确的价值观。 第二,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协同合作。 气候危机的全局性影响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开展最广泛的全球

合作。 我国应坚持缔约方驱动、 协商一致及合作共赢原则, 深化气候领域双多边合作机制, 推动

双多边气候变化谈判, 扩大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南北对话, 加强中欧、 中美合作。 当下, 我

国可以依托 “一带一路” 平台, 与共建国家就气候变化资金、 技术、 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充分

而广泛的合作, 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格局。 第三, 我国应在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制定和制

度建设中把握主动权, 坚持公平正义的大方向, 推动改革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不合理的制度安

排。 “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 我们都要积极参与, 发挥建设性作用,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①

近年来, 我国打造气候治理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显著成果。 在理念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

续多年被载入联合国多份不同层面决议, 第 71 届联大还将我国提出的 “共商、 共建、 共享” 原

则纳入决议, 这说明中国智慧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与认可, 正在成为国际共识。 在实践上, 我

国已经与 41 个国家签署了 50 份气候变化合作文件, 合作建设 4 个低碳示范区, 开展 77 个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 为 120 多个国家培训了 2400 余名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和工作人员②。
未来,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不断参与, 将会在全球气

候治理中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乃至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 民主和

正义的方向转型, 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生态帝国主义的抵制和削弱。
(二) 以 “红绿联盟” 促成全球性气候运动

所谓 “红绿联盟”, 是指红色工人运动与绿色生态运动在实践上的结合。 只有将环境议程纳

入阶级议程, 构筑起 “红” 与 “绿” 的联盟, 采取激进的 “马克思式” 斗争, 才能将资本主义

国家中的广大群众在反抗资本剥削和拯救地球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有效地组织起一场目标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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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庞大的全球运动, 以限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对化石燃料的贪婪攫取, 阻止气候灾

难的爆发, 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当前, 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进一步突出了 “红绿联合” 的必要性, 也为二者建立牢固的联

盟提供了契机。 气候变化本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系统性结果, 近年来全球不断攀升的化

石燃料开采量和碳排放更进一步宣告了资本主义国家 “绿色新政” 的彻底失败, 随着全球气候

条件的不断恶化,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为了一己私利不断扰乱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越

来越多的环保人士意识到, 环境斗争只有明确指向对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 才能有效应对当前

的划时代挑战, 而任何试图调和或重构人与气候关系的尝试必须以推翻资本主义为前提。 与此同

时,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 对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最为敏感的群体, 是那些受到气候灾害等环境

威胁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无产阶级。 受限于财富和收入, 他们难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其生产生活

条件造成的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对其全面发展的阻碍尤为显著。 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

既是资本剥夺的主要受害者, 又是全球气候灾害的主要承担者①。 在长期承受经济和气候的双重

压力下, “他们在双重剥夺性社会框架下所遭受的非正义待遇及其对于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自觉

追求是绿色政治变革发生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动力”②。 戴维·兰塞姆 (David Ransom) 认为,
不平等与环境危机在当代已经成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 而当二者的支持者超出了其各自的范围

时, 他们之间由于缺乏有效衔接而无法构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因此, 二者有必要顺应现实斗争的

需要而联合起来③。
在 “红绿” 全球气候运动的策略选择上, 福斯特所构想的 “两个阶段的生态革命” 可提供

思路: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 首要目标应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广泛联盟, 通过激进的手段

对抗化石燃料金融复合体及其狂热的右翼支持者, 在消除碳排放和经济浪费的同时促进社会正义

和环境正义。 运动的第二个阶段, 必须将斗争的矛头明确指向将人类推至灾难边缘的全球资本主

义体系, 因为其是造成人类奴役和生态破坏的根源④。 最终, 所有狭隘的、 令人厌恶的剥削关系

必须被废除, 否则人类不可能自由, 地球也不可能得救。

(崔文奎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胡启明系山西大学乡村振

兴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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